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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江南”：海洋史视野下明代 

江南经济的“向海”特性 

曲金良 朱雄
1
 

【摘 要】：明代“海上丝绸之路”勃兴与江南地区经济结构的“向海型”亦即“海洋性”变迁是双向互动的历

史进程。明代江南地区作为与海洋密切接触的前沿地带，在这一历史进程中，海洋性特征愈发凸显，逐渐发展成为

“海陆一体”的向海型的“海洋江南”，以其大规模面向全球市场的商品货源的主要、集中产地，在明代“海上丝

绸之路”兴盛和早期贸易全球化进程中担当了历史舞台的主角。将海洋史视角引入明代江南社会、经济转型研究，

进而提出“海洋江南”这一概念，重新探讨海洋与江南地区的关联性以及海洋在江南地区社会、经济转型和发展过

程中所起的作用与影响，对于丰富明代江南经济史研究，拓展江南地域研究的范围，从整体上认知明代“海上丝绸

之路”的兴盛面貌以及江南地区如何通过“内外联动”与“中西互动”参与构建了早期贸易全球化的过程，无疑具

有重要的历史复原与当代启示意义。 

【关键词】：海洋江南 海陆一体 海洋贸易 全球化 

一、何处是“江南”：不同的视域空间，不同的区域内涵 

“江南”研究备受学者青睐，是学界深耕细作、成果迭出的研究领域。从历史学学科视域来看，其研究大多集中于江南文化

史、社会史、经济史等领域，相关成果可谓汗牛充栋。对其成果进行综述也非易事，仅就学者统计的 20世纪百年间江南研究论

著目录来看，即可用标尺厚度来衡量。1可以说，近百年来的江南研究具有持久的魅力与吸引力。“江南”是一个动态的概念，

从不同的视域出发，江南地区的区域内涵是不同的。20世纪 80年代以来，众多学者都尝试对江南地区的地域范围进行梳理与界

定，如周振鹤、邹逸麟、李伯重、范金民等都对江南的地理空间范围进行过界定和解说。2 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在划定江南地区

地域范围时往往强调区域间的“一致性”或“同质性”，如地理上的完整性、地域认同的不变性、经济上的一体性，或是方言的

相似或相同性（即吴语文化区）、民风习俗上的相似性、历史上行政区划的同一性，还有江南地区作为国家财赋重心的同一性等。

基于研究视角的不同，对江南地域范围选取的侧重点就有所不同，相应研究中对江南地域范围的界定也往往能够自圆其说。 

20世纪 90年代以来，随着国内区域史、海洋史、全球史、海洋文化研究的兴起，注重区域互动比较研究，关注明代江南“海

洋性”问题的一些研究成果逐渐涌现。但需要指出的是，江南地区海洋问题的研究往往是被纳入明代海洋政策、海洋贸易整体框

架下进行考量的，其研究用意和主要结论也往往都是具体“实证”明代政府的海洋管理政策阻碍了中外之间的海洋贸易发展，

而缺乏与明代整体的王朝政策与宏观经济效果的对接评价，遮蔽了明代海洋贸易事实上的繁荣发展与江南地区整体繁荣发展的

互动、共生的历史场景。近年来，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研究的兴起、多学科交叉研究方法的广泛应用，明代东南沿海地区与海

洋的互动性问题已经引起学者们的关注，专门探讨明代东南沿海地区（包括江、浙、闽、粤）海洋贸易与商品经济发展的研究成

果日益显现。如王万盈《东南孔道：明清浙江海洋贸易与商品经济研究》一书认为，明清时期浙江海洋贸易和商品经济的发展较

宋元时期取得了巨大的进步，浙江地区依托“枕江负海”的区位优势，随着明代海洋贸易的兴盛，刺激了浙江商品经济的发展。
3 徐晓望《明清东南海洋经济史研究》认为，明清时期的东南沿海地区是中国五百年来经济变化的动力之源，这一时期海洋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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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渐向内陆地区延伸，内陆经济逐渐向海洋扩展。4 王日根《经济之域：明清陆海经济发展与制约》认为，“明清社会经济的发

展，不仅体现为农业生产力的提高、商品经济的繁荣、城镇的兴起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更不可忽视的是实现了陆海经济的一

体化”
5
。王国斌也认为，16—19世纪长江中下游地区经济作物种植的扩大以及手工业与贸易的发展是中国经济变化的主要方面，

促成这一变化的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国内市场体系的形成与成熟；二是海外市场的扩大与海洋贸易的刺激。6此外，钱穆在《国

史大纲》中论述南北经济文化重心转移时也曾提到江南主要经济作物的变化以及商品经济发展与海洋贸易兴盛的问题，只是尚

未充分展开。7 就已有的明代江南经济史、海洋史研究成果而言，都或多或少注意到了江南地区与海洋的联系，提出了一些新的

学术观点，但有待进一步推进：一是需要对明代江南地区经济的整体“向海性”内涵及其发展作出质的判断，由此将陆海一体、

“向海”发展的“江南”定性为“海洋江南”；二是将“海洋江南”的地域空间范围，依据其海陆一体、向海发展的区域结构作

出重新厘定；三是分析揭示出这种海陆一体、向海发展的经济模式之如何运作运营、互动共生的具体的历史景观面貌。而只有这

样，才能解释明代的海洋贸易何以如此繁盛，何以形成全球性海上贸易，何以几乎全球性、普天下“万帆梯航”齐聚中国，中国

成为世界海洋贸易的中心等问题。 

二、“海洋江南”：江南区域结构与经济内涵的海洋特性 

关于江南地区的地域范围，由于行政区划的变化，以及研究者研究视角的不同，导致中外学界的界定各不相同。传统上，学

界大多是将江南地域的范围集中在以环太湖流域为中心的“八府一州”区域的。8 江南的“八府一州”无疑是江南的核心区域，

但若忽视其与内外腹地之间的互动、互补的一体化关系，则很多问题说不清楚。事实上已有学者强调江南不仅是“江南之江南”，

更是“中国之江南”，“世界之江南”9，并提出了“江南道路”“江南奇迹”等命题，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跳出从江南内部看

江南“内史”的框架，超越狭义的江南一隅，10突破区域史、地方史的叙事模式，将江南置于更广阔的时空网络或层层嵌套的“山

海生态体系”之中。11有学者更进一步指出：“明清江南史不仅是中国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主题，对全球史研究也具有重大意义，

是沟通、整合中国史和全球史研究一个很好的实例”
12
。海洋视角、海洋因素无疑是重新认识江南内部、重新认识江南与世界的

重要窗口。 

在我们以今天的某一理论、某一视角界定历史上“江南”地域范围的时候，一定要使其符合历史实际，而不能对历史事实加

以“置换”。回顾明清时期相关文献对“江南”地域空间的所指，可以发现，事实上明代的“江南”并非如今人理解的“狭义”，

而是“广义”的。除了南直隶所属州县之外，官方文献也多将江西、福建、湖广等地纳入“江南”，以“江南某地”称之。如明

武宗即位诏中言及蠲免、暂停各处瓷器烧造时，就曾直接将江西饶州府称作“江南饶州府”13。明人王士性撰于万历年间的《广

志绎》将全国划分为“两都”“江北四省”“江南诸省”“西南诸省”几个部分，其中“江南诸省”包括江苏、浙江、江西、福

建、湖广、广东大部分地区。14 成书于乾隆年间的官修《江南通志》将江南的范围划定为十六府八州，范围大致也包括了江苏、

浙江、安徽、江西等大部分地区。
15
可见明清时期的江南是“大江南”的概念，江南地区是包括“江南诸省”的，这也是本文探

讨“海洋江南”的主要“腹地”地区。值得注意的是，我们今天也提“大江南”的概念，将今天浙江、江西、上海以及江苏、安

徽长江以南的部分地区都称之为江南，这可以说是比较符合明清时期“江南地区”的区域范围的。明人观念中“江南”的整体

性完整地体现在江南地区以山、海、河、湖泊构成的“山海生态系统”之中，“杭、嘉、湖平原水乡，是为泽国之民；金、衢、

严、处邱陵险阻，是为山谷之民；宁、绍、台、温连山大海，是为海滨之民”14。将这些地区划入江南的地域范畴，并不仅仅是

因为这些地区地处长江以南，而是更为主要地基于这些地区在政府管理、人文、经济等层面存在“一体性”。这种经济的一体性

既体现在“大江南”内部之间的市场流通、循环上，更体现在其自明代开始有了统一的“向海性”。“一体性”内涵着“互补

性”，共同型塑了明代江南经济的整体“向海性”。江南地区就是以平原、山地、海洋、湖泊紧密联通一体的地域文明整合体，

并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这一海洋交通网络与中国沿海地区和海外世界发生着密切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与互动。正是因为海

洋因素将江南地区与其腹地更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才有徽商、扬州盐商、闽商、粤商以及江西从事景德镇瓷器贸易的商人遍布

海内外，共同促进了明代江南地区外向型、向海性经济发展模式的形成。 

明代江南地区称得上是名副其实的“海洋江南”。“海洋江南”的内涵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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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江南“八府一州”“枕江负海”，有“海陆之饶”，是“海陆一体”的江南地区的中心地带。江南中心地区特别是环

太湖流域，自然条件优越，生态环境良好，是十分富庶之地。这一中心地区东邻浩瀚广阔、通达海外的海洋，北倚横贯中国东西

的水上干道长江，西接广袤的内陆经济腹地，经济互动、互补关联密切。江南地区“海陆一体”的优势在明清以来的地方志中不

断被提起：松江“雄襟大海，险扼三江，引闽越之梯航，控江淮之关键”16。嘉兴府为浙西大府，“旁接三江，大海环其东南，

震泽汇其西北”17。常州府“北控长江，东连海道，川泽沃衍，物产阜繁”16。苏州府“川泽沃衍，有海陆之饶。旁连湖海，外控

江淮”18，“擅江湖之利，兼海陆之饶，转输供亿，天下资其财力，地形四达，水陆交通浮江达淮，倚湖控海”19。松江府“所属

八邑半濒于海，海盐蜃蛤之饶民赖其利”19。杭州府“湖山映带，水陆之会，以船楫为车马”18。镇江府是“三吴襟带之邦，百越

舟车之会”18。明清以来大量地方志、史地类政书中对于“江南地区”形胜，描述最多的词即为“负海”“枕江”“海陆之

饶”“江海之利”等等。所谓的“负海”，言背靠大海，是战国、秦汉时期以来人们指说滨海地区的习惯性用语。如《史记》张

仪列传言“齐，负海之国也”
20
。可见明清以来人们对于江南地区的“海陆一体”“海陆互补”是有着清晰的认识的。这种“海

陆一体”便利的内外交通条件、广阔的经济腹地、丰富的商品，有力地推动了江南地区向海性经济发展模式的形成和发展。 

其二，“海上丝绸之路”的兴盛与江南地区“海陆一体”互动发展日益明显。江南内部之间的交流互补是为了服务于海洋

贸易这一更大的国际市场。江南地区内部之间市场体系发展之所以更为成熟，是因为海洋贸易的巨额利润刺激，外向型商品经济

的发展模式自发地调节了江南内部的生产结构，以更好地服务于江南地区整体的向海型经济发展。可以说明代“海洋江南”的

形成，是在前代已有历史发展基础上的内在自发的结果，也是明代前期国家大航海广泛联通东西方、明中后期西方人泛海东来促

发形成了全球海洋贸易网络、链条的外力拉动的结果，而这一结果又加速了其作为全球贸易中心之重心的形成，因而也加速了全

球海洋贸易的繁盛。 

诚然，区域的地域范围与该地区有联系的空间（比如港口与腹地的关系）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不可混为一谈，但区域范围的

界定是相对开放的，不像行政区划有明显的界限。将海洋史、全球史的视角引入明代江南经济转型研究当中，进而提出“海洋江

南”的概念，不是用来否定已有研究中对江南区域范围的界定，而是通过研究视角的转换、视域的扩展，对已有研究范式作出调

整，一方面探讨明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与江南地区经济结构的转型是如何关联一体、双向互动、同构共生的；一方面透过

江南这一代表性区域，可见明代沿海与内陆、中国与世界相互联系的整体历史进程。无疑，已有研究需要这样的补充、拓展和深

化。 

三、明代江南经济向海性“海陆一体化”的历史基础与海洋贸易的发展繁荣 

（一）明代江南海洋贸易发展繁荣的历史基础 

我国海洋贸易历史悠久，早在先秦时期即已开辟了从山东半岛渡黄海、渤海往朝鲜半岛至日本列岛的海上交通航线，汉代开

辟的徐闻、合浦海上通道使我国与东南亚、印度洋区域建立起了密切联系，“海上丝绸之路”贸易网络逐渐形成。唐宋元时期的

海洋贸易、文化交流、政治互动进入了一个新的高潮时期，海洋贸易管理体制，沿海港口的发展都已经比较成熟，明代海洋贸易

正是在继承前代海洋贸易发展的基础上取得突破性发展繁荣的。 

自唐代开始，我国出现了南北经济重心的转移。两宋时期更是江南地区重要的历史发展时期，江南地区已经形成全国的财赋

中心。这种经济地位是建立在发达的农业经济基础之上的。两宋时期的环太湖流域是我国农业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有着“天下

粮仓”的美誉，当时广泛流传着“苏湖熟，天下足”的谚语。不过这一时期江南地区的农业，显然还处于外延增长的阶段，即主

要依赖于增加耕地面积和普遍采用稻麦两熟制的形式。江南经济主要依靠的是全部土地开发和耕作制度的合理化，江南经济的

繁荣主要依靠的是农业收入，经济性作物的种植与经营尚未占到足够的比重。明代，江南地区作为全国经济中心的地位得到进一

步加强，相较于宋元时期，其经济基础已经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主要体现在农业生产以经济作物为主，生丝、丝绸和棉布的商

品性生产进入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时期，江南地区特别是苏松杭嘉湖地区成为全国著名的丝绸、棉布生产中心，产品远销海内外。

“吴丝衣天下，吴越闽番至于海岛，皆来市焉。五月，载银而至，委积如瓦砾。吴南诸乡，岁有百十万之益”
21
。万历年间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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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买不尽松江布，收不尽魏塘纱”之说，是当时生动的写照。此时的江南经济不再仅仅靠田亩收入，而是以副业、手工业生产

甚至商业经营所得来衡量，商业性种植、商品生产、商品交换所得成了农家经济普遍不可或缺的部分，而且其比重日益上升。22 

自两宋以来江南经济中心地位的确立，为明代海洋贸易的发展与经济结构的转型奠定了重要基础，这突出地体现在：一是出

口商品的供给地转移到了这一地区，无论是宋元时期还是明代，江南地区都成为海洋贸易商品的主要输出地，这一趋势在明代更

为定型；二是海洋贸易的兴盛，愈发刺激了沿海地区商品性经济的发展，在巨大利益的吸引下，江南地区的经济腹地得到了进一

步扩大，外向型商品经济结构得以确立；三是江南地区海洋贸易的发展促使东南沿海地区海港城市与专业性市镇大量兴起。明代

海洋贸易的兴盛与江南地区经济结构变迁、转型是双向互动、同构的历史进程。 

（二）明代江南地区海陆一体的海内外交通贸易体系发展成熟 

两宋以前中国沿海主要海港的分布，南有广州，北有登州。东南沿海广州以北地区主要有明州、泉州和扬州。到宋元时期，

随着江南地区经济发展，沿海港口更多兴起。据《元史·食货志》列出设置市舶司的主要商港有七处，广州以北的泉州、温州、

庆元（宁波）、澉浦、上海、杭州，都在这一地区。由此辐射出去的海上贸易航线直达东亚朝鲜和日本，东南亚、印度洋、地中

海周边各国。明代，这一地区的沿海港口与内陆经济腹地的一体化型塑更为明显，主导性口岸、辅助性口岸、补充性口岸（特别

是沿海走私港口、岛屿）和前沿腹地、核心腹地、内陆腹地密切结合，构成了完整的市场网络结构与对外贸易体系。表面上看，

江南地区海洋贸易的主要地域空间分布于滨海的前沿地带，这一带不仅分布着众多的港口，而且对外贸易、交往也异常活跃。但

沿海州县、滨海地区仅仅是作为“对外开放”的前沿区域，广大的江南内陆地区才是支撑海洋贸易的核心腹地。各口岸的开发活

动——无论是规模庞大的货物贸易，还是异常活跃的人员往来和文化交流——在依托沿海地区的同时，更主要是以江南腹地发

达的经济和文化为基础的。23随着江南沿海地区与海洋贸易的日益兴盛，外向型的商品经济得以进一步发展，江南地区的经济腹

地日益向中部、长江以北地区延伸，进而形成了广阔的附属腹地。沿海省份之间，沿海与内陆之间的省内流动与省际流动十分频

繁。福建、江西盛产茶叶、果品、烟草等经济作物，这些经济作物纷纷流入江南市场，江南市场上所产丝绸、棉布也纷纷回流至

这些地区。“凡福之绸丝，漳之纱绢，泉之蓝，福延之铁，福漳之桔，福兴之荔枝，泉漳之糖，顺昌之纸，无日不走分水岭即浦

城小关，下吴越如流水，其航大海而去者，尤不可计，皆衣被天下。”24由此可见其海陆经济的一体性、互补性，不存在纯粹的

海洋经济与内陆经济。人为割裂海洋与内陆的互补联系，其实是无法正确地认知中国历史上长期以来的经济发展与对外贸易、人

员往来、文化交流的历史现象的。 

明代与唐宋元时期海洋贸易发展的不同之处，主要在于进入明中后期以后，东南沿海地区与世界的海洋互联互动具有了近

代面向全球市场的特征。其互联互动的频度与广度都非唐宋元时期可比，其市场的流动性、互补性更为成熟，区域之间的专业化

分工更为明显。江南诸省之间通过陆运、水运、近海海运构成了一个完整、严密的内部贸易市场体系，“上自帝京，远连交广，

以及海外诸洋，梯航毕至”25。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由于明代漕运体系更为依赖大运河，使得大运河的维护、利用较前代更为有

效，运河长期畅通，南北货物交流十分便利，发挥了巨大的市场联结功能。“杭州省会，百货所聚，其余各郡邑所出，则湖之丝，

嘉之绢，绍之茶之酒，宁之海错，处之磁，严之漆，衢之橘，温之漆，金之酒，皆以地得名”14。江南地区在便利的水陆条件下，

手工业专业市场、城市综合市场与原料交易集散地等市场得到了充分发展，通过水陆交通网络，江南地区与中国中部地区和东南

沿海地区的商品市场紧密联结在了一起。如江西上饶铅山县的河口镇，位于锦江与铅山河合流处，据成书于万历年间的《铅书》

记载：“河口之盛由来久矣。货聚八闽、川、广，语杂两淮、扬。舟楫夜泊，绕岸灯辉，市井晨炊，沿江雾布。……其货来自四

方者，东南福建延平之铁、大田之生布，崇安之闽笋，福州之黑白砂糖，建宁之扇，漳海之荔枝、龙眼、海外之胡椒、苏木，广

东之锡、之红铜；浙江之湖丝、绫绸……嘉兴西塘布、苏州青、松江青、南京青、湖广孝感布、杭绢……此皆商船往来货物之重

者”26。仅仅江西一个小县的一个小镇就汇聚了全国各地如此之多的商品，可见当时广义的江南地区市场网络的发达。以江南地

区为核心向周边经济腹地的辐射能力越来越强，不但有力支撑了江南地区海洋贸易的发展，同时也促进了江南地区“海陆经济

一体化”的成型。 

（三）江南“海陆一体化”格局下海洋贸易与经济转型的双向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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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海洋贸易与江南地区农业生产结构的变化 

入明以后，海洋贸易带来的巨额利润，刺激了江南地区及其腹地农业生产结构的转变，大量经济性作物得以广泛种植，开始

形成了广泛的农业商品产区。入明以后，宋朝就有的“苏湖熟，天下足”的农业发展模式开始式微，水稻生产独占鳌头的主导地

位被动摇。27 江南地区大多地方出现了税粮和食粮依靠外地籴买的现象。太仓州“岁资外籴以给二运”28，嘉定县“县不产米，

仰食四方。夏麦方熟，秋禾既登。商人载米而来者，舳舻相衔也”29。成化、弘治以后，国内外市场对湖丝的需求日益增大，又

进一步刺激了该地蚕桑生产规模的扩大。湖州府乌程，农民大量种桑，“无尺地之不桑，无匹妇之不蚕”30。湖州“田中所入，

与蚕桑各具半年之资”31，“（湖州）蚕月，夫妇不共榻，贫富彻夜搬箔摊桑”14。湖丝的大量生产、外销使得湖州地区经济十分

发达，“浙十一郡惟湖最富，盖嘉、湖泽国，商贾舟航易通各省，而湖多一蚕，是每年有两秋也”14。嘉兴府崇德等县“田收仅

支八个月之食，其余月类易米以供。公私仰给，唯蚕是赖，故蚕务最重”
29
。到万历时期，嘉兴府已经“桑柘遍野，无人不习蚕

矣。饲蚕法多学之吴兴”32。苏州地区丝织业发展更为迅速，据《吴江县志》记载，洪武二年，吴江境内植桑仅有 18032株，到

宣德七年，增植到 44746株，到了明末，“丝棉日贵，治蚕利厚，植桑者益多，乡村见殆无旷土，春夏之间，绿荫弥望，通计一

邑，无虑数十万株”33。崇祯时，“蚕桑乃湖民衣食之本”，已取代水稻，在小农经济中具有主导的地位。除了种桑之外，棉花、

茶叶、烟草、水果等经济作物也大量种植。松江府成为棉花的主要种植区，“今沿海高乡多植之”34。太仓州“地宜稻者十之六

七，皆弃稻袭花”，“郊原四望，遍地皆棉”
35
。棉花种植也成为了松江地区农民生活的主要来源，“民间赋税，公私之费，亦

赖以济”36。有了丰富、充足的蚕丝和棉花供给，苏州等地的丝织业、棉纺业得到了迅猛的发展，满足着海内外的市场需求。福

建也是同样，沿海居民为了满足海外市场对蔗糖的需求，纷纷种植甘蔗，“其地为稻利薄，蔗利厚，往往有改稻田种蔗者。”“居

民磨以煮糖，贩海售焉。”37海洋贸易带来的巨大商业利润成为了江南地区外向型经济作物种植的原始推动力，刺激了沿海地区

农业商品化生产的转型。 

2.海洋贸易与江南专业型港口市镇的繁荣 

明清时期江南经济发展的特点，最明显的就是商品化和城镇化。商品化必然带来城镇化，而城镇化又推动和促进商品化。38

明代海洋贸易的发展不仅刺激了江南地区经济性作物的大量种植和商品化生产，也催生出了一大批专业性市镇与港口城市，这

些专业性市镇一般以生产某一类商品而著称，如丝织业中心、棉纺织业中心。太湖流域是传统的桑蚕产区，号称“湖丝遍天下”，

太湖周边因此也兴起了一大批丝、绸业市镇，如苏州府吴江县的震泽镇、湖州府乌程县的南浔镇、嘉兴府的乌青镇、石门镇等等；

棉纺织业则主要集中于松江府、太仓州、嘉定和常熟部分地区，其著名者有朱泾镇、南翔镇、周庄镇等等。港口城市是人类海洋

活动的集中发生地，它们主要服务于海洋贸易，是海上通商贸易的集聚区和商品集散地。明代江南地区联通海洋贸易的向海性发

展催生了沿海地区一大批港口城市的兴起和繁荣。在这些港口城市、专业市镇中，活跃着来自各地的商人，其中最活跃的为苏

松、徽州、宁绍、闽越、江淮等地的商人。大量的市镇沟通了杭嘉湖地区与外地、与农村腹地的联系，也沟通了本地之间镇与镇、

农户与农户、镇与农村之间的联系。39 

3.明代官私海洋贸易的兴盛 

江南地区一端紧密联结海外市场，东南沿海各类海港、岛屿，通过江南地区与其经济腹地提供的源源不断的商品与海外市场

密切联系，共同创造了明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辉煌图景。明代海洋贸易历来为学界所误解，认为是中国海洋贸易史上的转折朝

代，经历的是我国海洋贸易由盛转衰、从海洋上逐渐退缩、走向封闭的时期。对明代的海疆政策也是多加诟病，认为阻碍了江南

沿海地区私人海洋贸易的发展，不利于中国走向世界，等等。事实上对于明代的海洋贸易需要有一个重新的认识。明朝海禁政策

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闭关锁国”或禁止海外贸易，所谓的“海禁”，是指根据海疆安全情况，在特定时间内禁止私人私造二桅

以上的大船私自“出洋”贸易，而并非“片板不准下海”。查阅明实录等相关史料，也并未发现朱元璋说过这样的话。40所谓的

“片板不许下海”，是后人在追忆明朝海禁时所使用的概括语，这一点明人早已指出：“所谓寸板不许下海者，乃下大洋入倭境

也，非绝民采捕于内海，贩糴于邻者也。严其保甲，令民沿海运糴，则广浙有无相通，而福民不患于无食矣”41。也就是说“海

禁”政策只是为了防倭，而不限制沿海地区的渔民采捕、沿海地区的货物流通。整个明代，海洋贸易与经济的发展繁荣，就是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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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的明证。 

四、明代海洋贸易制度的突破与“海洋江南”在早期“贸易全球化”中的角色 

（一）明代海洋贸易制度的突破与早期“贸易全球化”的到来 

“贸易全球化”，指的是世界各地的产品普遍具有了面向全球市场的商品性质，商品流通中全球各大区域之间、各国之间贸

易交换的范围、规模、程度都具有了普遍性的拓展与提升，具有了大范围、大规模、高强度的性质和特征。其“全球化”之“化”

的程度，是一个永无“止境”的发展过程。早期的“贸易全球化”出现在明代中后期，奠基于明代前期以“郑和下西洋”为主要

标志的中国政治文化性大航海，至明代中后期西方的经济贸易性大航海兴起，与中国的大航海实现了时间的相继与空间的对接，

导致早期“贸易全球化”时代的到来。 

明代前期的海洋贸易主要是以“朝贡贸易”为主，洪武至宣德年间，特别是永乐年间，朝廷推行“锐意通四夷”的政策，郑

和“七下西洋”，引发东西方“梯山航海，万国来朝”，一个庞大的跨越东海—南海—印度洋的大区域国际政治-文化-贸易网络

由此形成。就海洋贸易而言，主导权牢牢掌控在明朝政府手中，在“天下一体”“四海一家”的政治构建中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42成化、弘治以后，随着西方势力的东来，国际市场与江南地区有着双向的强大吸引力，明朝的“朝贡贸易”制度被突破，沿海

地区私人海洋贸易大量兴起。据张燮《东西洋考》记载：“成宏之际，豪门巨室，间有乘巨舶贸易海外者”，“滨海大姓私造舰，

岁出诸番市易”43。私人海上贸易或曰走私贸易，并不起源于明代，只是自明代中叶开始最盛，这是与早期的世界市场即贸易全

球化的出现相辅相成的。44沿海地区“地濒大海，民物庶富，番舶往来，私交者众”45。万历年间有人曾感慨：“今之通番者，十

倍于昔矣”46。没有明朝海洋贸易制度即朝贡贸易制度的被突破，就不会形成这种局面。 

（二）江南地区在早期“贸易全球化”中的重要作用 

在早期“贸易全球化”的兴起中，江南地区为海洋贸易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输出商品和巨大的输入市场。明代江南地区的

海洋贸易是整个明代海洋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整个海洋贸易中占有重要的比重，而江南地区是海洋贸易商品的主要产地，是

海内外商品的主要集散地。 

随着西方商人大规模的航海东来，进一步拓展了江南商品流通的海外市场的高密度空间。江南地区之间庞大的贸易网络体

系，将丝绸、茶叶、瓷器等商品通过车马、舟船、手挑、肩扛等方式聚集到海岸线上的各个港口，然后再装上随着季风而来的船

只驶往海外各地。尤其是正德以后，西方航海贸易商人的势力纷纷向东方扩展，尤其是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相继在印度洋和太

平洋上形成了强大的势力。他们以满刺加和吕宋为根据地，形成了中国商品全球市场的海外转输中心。徐光启曾有这样的记载：

“……西洋番舶者，市我湖丝诸物，走诸国贸易。若吕宋者，其大都会也。而我闽浙直商人，乃走吕宋诸国，倭所欲得于我，悉

转市吕宋诸国矣”47。日本“百货取资于我，最多者无若丝，次则瓷。”47葡萄牙人自嘉靖三十六年登陆澳门后，迅即以澳门为中

转站，大力从事欧洲、中国、日本三者之间的“三角贸易”——他们装上银元从欧洲出发，用银元换取印尼的香料等奢侈品，到

澳门出售这些货物并换取中国的丝绸、瓷器等货物，然后运到日本销售；在日本换取便宜的日本白银回到澳门，再在澳门用从日

本带回来的白银购买广州的欧洲市场上所喜爱的瓷器、丝绸等物。对于这一现象，明人许浮远有过生动的描述：“日本长崎地

方，广东象山澳佛郎机番，每年至长崎买卖，装载禁铅，白丝、扣线、红木、金物等货”48。隆庆开海，除贩夷之律，准贩东西

洋，中外之间的海洋贸易更为繁荣，江南沿海地区俨然已为“天子南库”：“我穆庙时，除贩夷之律，于是五方之贾，熙熙水国，

刳艅艎，分市东西洋，其捆载珍奇，故异物不足述。而所贸金钱，岁无虑数十万，公私并赖，其殆天子之南库”43。 

没有江南地区的商品生产即货源供应，就不会有早期的“贸易全球化”。明代江南沿海各海港出口的商品，主要有生丝、丝

织品、棉织品、瓷器、茶叶等，同时谷、布、丝棉、盐、糖、茶、酒等日用消费品在商品中的比重上升，从地方市场走向海内外

市场。如日本市场，“大抵日本所需，皆产自中国，如室必布席，杭之长安织也；妇女须脂粉，扇漆诸工须金银箔，悉武林造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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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如饶之瓷器、湖之丝绵、漳之纱绢，松之棉布，尤为彼国所重。”49江南地区这种海洋贸易的优势突出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

其优越的海陆地理位置，所谓“浙水距倭盈盈一水，片帆乘风指日可到”50。二是江南地区作为海洋贸易大宗商品如丝绸、棉布、

瓷器的主产地，“转贸四方，吴之大资”51，对外贸易中的丝绸、棉布几乎全是由这一地区生产。三是江南地区成为全国商品的

汇聚地与对内对外转输地。江南地区既是全国最大的丝、棉生产地，也是全国最大的商品转输地，商品买卖十分方便，价格低廉，

因此吸引了大量的徽商、闽商、粤商来此购货，并通过江南地区的港口驶往海外。“杭之置货便于福，而宁之下海便于漳。以数

十金之货，得数百金而归；以百余金之船，卖千金而返，此风一倡，闻腥逐膻，通浙之人，弃农而学商，弃故都而入海。官军利

其贿，惟恐商贩之不通倭；夷利其货，惟恐商船之不至”50。16 世纪早期至 19 世纪中期，西方人笔下不时提及“南京布”，即

徽州商人、洞庭商人和闽广商人等贩运的产自江南的棉布。12“今吴之苏、松，浙之宁、绍、温、台，闽之福、兴、泉、漳，广

之恵、潮，瓊、崖，驵狯之徒冒险射利，视海如陆，视日本如邻室耳。往来贸易，彼此无间，我既明往，彼亦潜来”52。由此可

见以江南地区为核心的海洋贸易在明代中后期的繁盛程度。 

国际市场对中国的生丝、瓷器、茶叶等商品需求量巨大。明崇祯十四年（1641 年）输入长崎的中国生丝就达 127175 斤。53

李金明对葡萄牙转运日本生丝进行研究认为，在 1612年经葡萄牙转运到日本的生丝有一千三百公担，每年由印度人、波斯人和

阿拉伯人转运到西方的生丝数量为一千五百至二千担，或一百二十至一百六十吨；经由荷兰东印度公司运走的丝、绸、缎有几千

匹。进口到印度尼西亚的传统数量为一万至二万匹。
54
明代后期出现的这种以菲律宾马尼拉为中转地的中国和日本、欧洲、拉美

之间的贸易，是西方航海势力与中国私人航海力量在马尼拉相遇的结果，这种贸易的形式基本上是以中国输出丝绸、瓷器等商

品，输入美洲白银为根本特点。明代中后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中国商人便以雄厚的经济实力和在东南亚地区的传统影响，不

失时机地推进了全球性商业贸易，在地理大发现后的世界市场中，中国的商业贸易居于重要的中心地位。55 

（三）江南地区以“海陆经济一体化”进入早期“贸易全球化”时代的主要标志 

明代江南地区经济与内陆腹地和海洋的互动一体，实际上意味着江南已越来越深入地卷入了一个不断发展的外向市场体系

亦即全球贸易体系之中。卷入程度越深，对外的依赖就越强。这种外向型以海为生，以“海陆经济一体化”进入早期“贸易全球

化”时代的社会经济模式最终得以形成。那么这一模式的形成是否有量化的标准可以验证？当然我们无法按照现代方法根据 GDP、

三产业比值等进行量化，但我们可以根据经济种植与商品输出结构、赋税结构、明代白银流入与货币化几个维度进行大概的衡

量。 

经济种植与产品加工——商品供应输出，上文已述，这里不赘。就赋税结构而言，可以管窥明代江南经济转型的程度。关于

江南地区承受的繁重的赋税，明史有言：“苏、松、常、镇、嘉、湖、杭七府，供输天下”。明人有过评论：“三吴赋税之重甲

于天下，一县可敌江北一大郡，破家亡身者往往有之，而闾阎不困者何也？盖其山海之利所入不赀，而人之射利无微不析”
52
。

“毕竟吴中百货所聚，其工商贾人之利又居农之什七，故虽赋重，不见民贫”（60)。徐光启也指出：“（松江）所由供百万之赋，

三百年而尚存视息者，全赖此一机一杼而已。非独松也，苏杭常镇之币帛枲纻，嘉湖之丝纩，皆恃此女红末业，以上供赋税，下

仰俯给，若求诸田亩之收，则必不可办”（61)。这种“向海”特性商品经济社会的发展，使得江南地区成为当时全国最为富裕的

地区，是国家财赋的中心。 

江南地区作为明代财赋主要供输地的地位是一直存在的，但自正德以后，发生了重大变化，即原来赋税征收实物的“本色”

地区部分改征“折色”，以银代实物，白银开始走上了国家货币的舞台。 

白银的流入与货币化是衡量明代江南经济“转”而成“型”的一个重要指标。16世纪末至 17世纪初，是世界白银流入中国

的迅速增长时期。据梁方仲估计，从万历元年至崇祯十七年（1573—1644），从海外流入中国的白银达一亿两以上。（62)为了获得

厚利，沿海“其民专驾多橹船只接济蕃货”，“追星逐月，习以为常”（63)。通过海洋贸易，大量产自美洲的白银经中西之间的

转运而输入中国。学者通过大量研究测算认为，美洲产量一半以上、日本白银产量的绝大部分最终通过海洋贸易流入了中国。美

洲白银主要通过两条途径输入中国，一是通过太平洋转输的渠道，二是通过欧洲转输渠道。据万明研究，仅通过太平洋运到马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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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的白银，1571—1589 年约为 3000 吨，1590—1602 年约为 2010 吨，1603—1636 年约为 2400 吨，1637—1644 年约为 210 吨。

自 1571 年马尼拉大帆船贸易兴起，到 1644 年明朝灭亡，仅通过马尼拉一线输入中国的白银总计就达 7620 吨。（64)如此多的白银

换走了中国多少产品，是可想而知的。对此学界也有不少推算，数字自然惊人。 

全球白银产量的大规模流入明朝及其在明朝的货币化，所产生的结果至少有五：一是政府和民间普遍改变了原来的生产劳

作目的——产出物化的产品和商品的目的，赚钱盈利开始成为主导社会与人生的普遍性目标与过程，整个经济由此变成了商业

性经济，整个社会由此变成了崇商性社会，江南地区率先垂范，所谓明代“资本主义萌芽”的茁壮生长，主要先在江南生成。二

是由于明朝天下占据世界人口与经济规模的至少三分之一，明朝开始了白银货币的国家化，也就事实上导致了白银货币的国际

化，全球自此开始了白银货币的通行，中国愈发成为全球商品“供应”的主要货源地和白银吸纳地。由此而三，由于明朝又偏偏

不产白银，“货币”几乎完全依赖进口，这就必然导致全球商人纷纷携带白银这种“货币”来华，年复一年将这种“货币”留给

明朝，而将明朝生产制造出来的“物美价廉”、如海如山的物产年复一年从明朝“买”走，成为世界各地人们日常生活的必需

品，或高档消费的奢侈品。于是，中国亿万人日夜劳作的目的变成了赚取“银子”，而与明朝建构了“国际贸易”关系实即直接

和间接的“银货交换”关系的世界各地，则在实质上几乎“无偿”“免费”地消费着中国如海如山的物产和“繁荣”的外向经

济——“中国生产，世界消费”，这一形象说法所指涉的现代“经济全球化”商品供应与消费关系的中外格局，早在明朝的“贸

易全球化”时代即已生成。于是第四，就明朝中国内地的经济实态而言，白银——即“钞票”进来的越多，亦即被“买”走的物

产越多，留给自己消费的物产就越少——钱多而物少，物价必然高涨，贫富差距、地区差距必然拉大，官商一体、政府腐败必然

呈“制度化”发生，一方面是占人口少数的富商、官宦豪华奢侈并拉动社会浮靡成风，一方面是占人口多数的普通民众尤其是商

业化市场化边缘地区的普通民众普遍贫困，于是造反起义四起、“盗匪”啸然，边患日紧，海患——倭乱难平，社会动荡，政府

管制失效，军事败绩日重，最终导致政府倒台，也就成为了历史必然——这就是明代后期至晚期一方面经济发达、贸易兴隆，一

方面社会动荡、危机四起直至明朝灭亡的社会实况。第五，必然地，越是“天下多事”“江山不稳”的政府，越是需要更多的财

政收入“购买”支撑，因而必然实行日益重赋的政策，中国历代王朝薄徭轻赋、“于民休息”的时代一去不再。而重赋的主要

“赋源”显然不在商品经济商业社会的边缘地区，因而也就必然地“锁定”在了“江南”——江南之“天子南库”，也就是这

样生成的。 

对于以上诸点，学界多未充分重视，这里举列提出，希望引起关注，得到深入研究。向海发展、外向经济、国际化、全球化

历史的发展与变迁对于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同历史阶段及其历史条件而言，各有利弊，各有祸福，既有经验，也有教训，留

给今人许许多多的应有启示，需要今人作出全面、系统的总结和思量。当今世界，海洋发展、经济贸易全球化依然被视为不可阻

挡的时代潮流，我国与国际社会也正在推进“一带一路”包括“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江南地区有着“海洋江南”及其在早

期贸易全球化进程中担当主角的历史基础、历史智慧与历史教训，在当代条件下如何传承、弘扬好历史智慧，汲取、规避好历史

教训，担当好“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新舞台上的新的主角，以利国利民利天下，无疑是政府、社会、学界的共同使命。 

注释： 

1唐力行、陈忠平主编：《江南区域史论著目录（1900-2000）》，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7年版。 

2相关研究可参看周振鹤《释江南》，《中华文史论丛》第四十九辑，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2年版；邹逸麟《谈历史上“江南”

地域概念的政治含义》，《浙江学刊》2010年第 2期；李伯重《江南的早期工业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0年版；李伯重《火

枪与账簿》，三联书店出版社 2017年版；范金民《明清江南商业的发展》，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8年版；徐茂明《江南士绅与江南

社会（1368-1911），商务印书馆 2004年版；杨念群《何处是“江南”：清朝正统观的确立与士林精神世界的变异》，三联书店出

版社 2010年版；高逸凡、范金民《区域历史研究中的太湖流域：“江南”还是“浙西”》，《安徽史学》2014年第 4期；胡克诚：

《何处是江南：论明代镇江府“江南”归属性的历史变迁》，《浙江社会科学》2018年第 1期，等等。 

3王万盈：《东南孔道：明清浙江海洋贸易与商品经济研究》，海洋出版社 200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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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徐晓望：《明清东南海洋经济史研究》，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4年版。 

5王日根：《经济之域：明清陆海经济发展与制约》，厦门大学出版社 2018年版。 

6王国斌：《转变的中国》，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8年版。 

7钱穆：《国史大纲》，商务印书馆 2015年版。 

8 李伯重认为环太湖流域的苏州、松江、常州、杭州、嘉兴、镇江、湖州、江宁（应天）、太仓州无论是在地理空间还是经

济与人文社会层面都是一个完整区域空间。参见李伯重《简论“江南地区”的界定》，《中国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 1期。 

9刘士林、苏晓静、王晓静等：《江南文化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9年版，第 77-87页。 

10刘志伟：《超越江南一隅：“江南核心性”与全球史视野有机整合》，《探索与争鸣》2016年第 2期。 

11夏明方：《什么是江南——生态史视域下的江南空间与话语》，《历史研究》2020年第 2期。 

12(64)邹振环：《明清江南史研究的全球史意义》，《历史研究》2020年第 4期。 

13佚名辑：《皇明诏令》卷十八《即位大赦诏》（弘治十八年五月十八日）。参见高逸凡《明代官方文书中的江南》，《江苏社

会科学》2017年第 2期。 

14(16)(31)(38)(39)(70)王士性：《广志绎》卷四《江南诸省》，周振鹤点校，中华书局 2006年版，第 264、263、266、266、

218页。 

15 乾隆《江南通志》卷一《舆地志》。乾隆《江南通志》所列十六府八州为：江宁府、苏州府、松江府、常州府、镇江府、

淮安府、扬州府、徐州府、安庆府、徽州府、宁国府、池州府、太平府、庐州府、凤阳府、颖州府、太仓州、海州、通州、滁州、

和州、广德州、六安州、泗州。参见乾隆《江南通志》，程章灿点校，凤凰出版社 2019年版，第 168-245页。 

16(17)(19)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二十四《南直隶六·松江府》，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年版，第 270-271页。 

17(18)胡宗宪、薛应穉纂修：嘉靖《浙江通志》卷六四《杂志第十一》之二《形势》，嘉靖四十五年（1567年）刻本。 

18(20)(23)(24)方志远点校：《大明一统志》卷八《苏州府·形胜》、卷之三十八《浙江布政司·杭州府》、卷之十一《中都·镇

江府》，巴蜀书社 2018年版，第 384、1831、1967页。 

19(21)(22)程章灿点校：乾隆《江南通志》卷一《舆地志》，凤凰出版社 2019年版，第 178、181页。 

20(25)司马迁：《史记》卷七十《张仪列传》，中华书局 2018年版，第 2294页。 

21(26)唐甄：《潜书》下篇《下·教蚕》，中华书局 1955年版，第 157页。 

22(27)范金民：《赋税甲天下：明清江南社会经济探析》，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社 2013年版，第 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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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8)陈国灿：《走向海洋：宋代江南地区的对外开放》，《学术月刊》2011年第 12期。 

24(29)王世懋：《闽部疏》，中华书局 1985年版，第 18页。 

25(30)苏州历史博物馆：《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江苏人民出版社 1981年版，第 331页。 

26(32)笪继良编纂：《铅书》卷一，转引自田昌五、漆侠主编《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第 4卷，齐鲁书社 1996年版，第 265-

266页。 

27(33)侯元棐：康熙《德清县志》卷四《食货考·恤政》，台湾成文出版社 1983年版。 

28(34)张采：崇祯《太仓州志》卷五《物产》，广陵书社 2014年版。 

29(35)(40)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苏松备录》，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9年版，第 589、2471页。 

30(36)宋雷：《西吴里语》卷四，钦定四库全书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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